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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城镇化研究中若干
统计数据的辨析

蔡　 昉

摘 要　 新型城镇化建设使中国的城镇化迅速从以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

升， 但各种统计数据的不一致性使人们对城镇化的认识产生了一些误区。 作者

通过对相关统计数据的辨析， 不但厘清了有关城镇化研究中的各种统计数据，
还为城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有力证据。 当前， 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因

素， 越来越显著地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生产率提高空间缩小所导致的潜在

增长率下降。 因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应该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

的市民化， 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以城镇户籍人口比重作为指标来衡量未来城镇

化进程。 今后城镇化的任务， 主要是努力缩小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和城镇户籍人

口比重两个指标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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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 “新型城镇化” 概念， 标志着中国城

镇化发展从以数量扩张为主向以质量提升为主加速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不仅创造

了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奇迹， 也创造了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奇迹。 从 １９７８ 年到 ２０１３ 年，
中国的城镇化率即常住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从 １７􀆰 ９％提升到 ５３􀆰 ７％ ， 平均每年

增长 １ 个百分点还要多； 城市数量从 １９３ 个增加到 ６５８ 个； 建制镇数量从 ２１７３ 个增加

到超过 ２００００ 个。 目前， 京津冀、 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 ２􀆰 ８％的国土

面积集聚了全国 １８％的人口， 创造了 ３６％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成为带动中国经济

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重要引擎。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 加快了经济增长， 吸纳了大

量的农村转移劳动力， 不但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全面提升， 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

变革。 在城镇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我们还要看到， 伴随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出现

了一些矛盾和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城镇化过程中市民化进程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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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２０１３ 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是 ５３􀆰 ７％ ， 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３６％左右， 这中间形成的巨大差额反映出农民工和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是滞后的。
第二， 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１ 年， 全国城镇建城区面积增加了

７６􀆰 ４％ ， 而城镇人口只增加了 ５０􀆰 ５％ ， 城镇用地增长大大快于人口增长， 城市承载力

反而降低。 第三， 城镇结构、 空间分布和规模不合理。 如西部地区城市数量较少、 小

城镇发展薄弱、 大中型中心城市断层， 中部地区还有若干区域未能形成有效率的城镇

体系， 东部地区很多城市经济中心功能不强， 对区域经济的集聚与辐射作用有限等。
第四， 城市规划、 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 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 “城市病”， 生活的宜

居性变差。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 五千年文明古国及不同地方文化的多样性没有体

现出来。
以上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城镇化相关问题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但在研究和探讨

的过程中却面临一个很大的困惑， 那就是中国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问题， 特别是

涉及城镇化、 人口、 劳动力问题的研究尤其如此。 在学术交流过程中， 无论是其他领域

的学者抑或是国外的学者， 不断有人对中国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提出质疑， 虽然有些质疑

本身并无依据， 但至少说明学术界对相关数据存在着困惑。 因此， 确定相关数据的准确

性和不同来源数据的一致性， 不仅有利于真正了解中国的城镇化发展， 也有利于解决与

之相关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城镇化研究中的相关数据进行辨析：

一、 与城镇化水平相关的数据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镇人口规模和比重在逐年大幅度提高， 到 ２０１０ 年城

镇人口比重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 ５０％ ， ２０１３ 年达到了 ５３􀆰 ７％ 。 研究中国城镇化水平首

先要对以下两个统计数据进行辨析。
首先， “不完全城镇化” 人口数据如何归类？ 城镇化是一个通用的概念， 衡量人口

的城镇化通常使用城镇常住人口比重， 即把过去 ６ 个月及以上时间里居住在城市的人口

叫做 “城镇常住人口”， 在进行人口统计时， 进城打工农民工被统计到了城市人口数据

里面， 就是说， ５３􀆰 ７％的城镇化率包含了农民工； 另外， 按照中国的户籍制度， 农民工

的户口依然要在农村登记， 因此中国非农业户口的人口比重仅为总人口的 ３６％ 。 由此

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城镇化指标， 二者之间有将近 １８ 个百分点的差距， 大概有 ２ 亿多

人就 “被城镇化” 了，① 因此有人称中国的城镇化是 “不完全的城镇化”。 ２０１４ 年外出

农民工人口总量已经达到 １􀆰 ７ 亿人， 因此在 “被城镇化” 的 ２ 亿多人中主体部分是农

民工 （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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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有一些农业人口因县改市、 乡改镇、 村委会改居民委员会， 甚至单纯地改变邮政编码等行政口径的调

整而 “被市民化” 了。



图 １　 “不完全的城镇化”： ２ 亿多人如何归类？

资料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编： 《中国人口年鉴》， 中国人口年鉴出版社， 历年。

其次， 关于农业劳动力比重的数据问题。 目前中国有 １􀆰 ７ 亿人户籍虽然在农村，
但半年以上的时间却生活并工作在城镇。 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 中国经历了一个快

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有学者在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时发现， 这是人类和平历史上最大

规模的人口流动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其主要形式， 即劳动力人口从农业中转移

出来进入城镇， 临时性地 （半年以上） 在城镇生活、 就业。 虽然经历了这么快的劳

动力转移， 但到目前为止， 在官方统计数据中务农的劳动力仍然超过 ３０％ ， 虽然这

个比重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但却比很多发展中国家还要高， 这是很令人怀疑和费

解的。
我们不太相信官方公布的劳动力比重数据， 一个主要原因是， 中国虽然自身经历了

历史上最快的劳动力转移速度 （１９７８ 年 ～ ２０１２ 年）， 但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的速度每

年却只有 ２􀆰 １％ 。 考察东亚国家， １９５３ 年 ～ １９８７ 年是日本劳动力转移最快的 ２０ 年， 下

降速度为 ４􀆰 ５％ ； 韩国在 １９６３ 年 ～ １９９７ 年也以每年 ５􀆰 １％ 的速度减少务农人口； 相比

较， 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速度最快时却还不如日本和韩国的一半。
我们认为这个现象是值得怀疑的。 通过研究发现， 其实并不是统计数据有误， 问题

出在如何定义农业劳动力上。 实际上有很多农村劳动者是兼职的， 他们既务农又外出打

工， 其中有些人离开了本乡镇， 但更多的还是留在了家乡， 他们在乡镇企业务工， 家里

的农活也兼顾， 而其中大部分人仅仅被统计成了农业劳动力。 有鉴于此， 有的学者将

“务农” 的定义重新做了严格界定， 研究者 （包括国外的） 利用各种资料， 对中国的农

业劳动力数量和比重进行了重新估算。 如果以人均定义务农时间的话， 目前中国真正务

农的劳动力大概只有 ２０％多一点， 比官方统计数据低约 １０ 个百分点 （都阳、 王美艳，
２０１１； Ｂｒａｎｄｔ ａｎｄ Ｚｈｕ， ２０１０）。 我们再用实际务农劳动力的数量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的就业人数进行比较， 得出关于劳动力的部门分布 （见图 ２）。
５

蔡　 昉： 对中国城镇化研究中若干统计数据的辨析



图 ２　 重新估计和解释农业劳动力数量和比重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历年； 都阳、 王美艳： 《中国的就业总量与就业结构： 重新估

计与讨论》， 载蔡昉主编：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ＮＯ􀆰 １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虽然对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和比重进行了估算， 但从数据上我们不能改变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 因为多出来的一部分人不知道实际上去了哪里， 即在统计上

无法进行重新归类。 所以我们把这部分不知道在哪个部门就业的劳动者作为 “残差”
单独列了出来， 其含义是， 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所知道的只是， 在常

规状态下他们确实是从农业转移出来了， 有时候在第二产业或者是第三产业， 而有的

时候又回到农村务农。 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 例如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政府曾经对

一批进城的农民工进行清理， 让他们回到农村； 当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遭遇金融危机的

时候， 一些农民工在城镇失去了工作， 因此一个春节前就有一两千万农民工返乡， 本

来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又回到了农业中。 可见， 这部分作为残差的数据背后还有许

多丰富的故事。

二、 人口红利消失的数据证明

研究得到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比官方统计数据要低很多， 实际上这个新估计与我

们以往的经验和中国过去的发展实际更接近、 更一致。 这是由于中国经历了两个重

要的转折： 第一个转折点是在 ２００４ 年， 那个时候中国的普通百姓、 媒体， 包括政府

官员等都第一次听到了 “劳动力短缺” 这个词， 从此过去人们所熟知的如 “劳动力

过剩”、 “民工潮” 等被 “民工荒”、 “劳动力短缺” 所代替， 而且此后劳动力短缺

成为普遍现象。 企业招工越来越难， 并不只是招技术工人、 工程师难， 非熟练工人

更为短缺， 并且从那时候起， 农民工工资每年实际增长率达到了 １２％ 。 按理说中国

６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 卷） 第 ２ 期



这样的二元经济国家是应该有剩余劳动力的， 但是当劳动力转移刚刚没有什么剩余

的时候却立即遇到了劳动力短缺， 工资也随之上涨， 中国经济由此面临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这就叫做 “刘易斯转折点”。 当人们还在对刘易

斯转折点是否到来争论不休的时候， 却又遇到了第二个转折点 “人口红利的消失”，
即中国 １５ 岁至 １９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 ２０１０ 年达到峰值， 之后就绝对地减少了， 并

且以每年几百万人的速度减少。 劳动力的绝对减少使劳动力短缺现象更加严重， 这

个变化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所以我们把这个转折叫做 “人口

红利的消失”。 这个转折点的到来表明，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靠优越的人口结构

来推动。
虽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绝对地减少， 劳动力出现了短缺， 农业剩余劳动力也

已经大幅度减少， 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转移不再有潜力， 这方面有日本和韩国的

经验可资借鉴。 经济史研究发现， 日本在 １９６０ 年左右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 （Ｍｉｎａｍｉ，
１９６８）， 之后其农业劳动力的数量虽然还在继续下降， 但向外转移的速度仍然非常快；
韩国在 １９７２ 年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 （Ｂａｉ， １９８２）， 之后农业劳动力比重继续下降和转

移； 中国在 ２００４ 年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 无论是官方的统计还是按照我们自己估算的

数据， 都预期农业劳动力比重会继续下降， 因此中国还应该有相当大的劳动力转移潜力

（见图 ３）， 这就是中国要实现以人为核心城镇化的重要原因。

图 ３　 国际经验： 劳动力转移仍将继续

资料来源： 中国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１》，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国家统

计局： 《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日本的资料来源于 Ｒｙｏｓｈｉｎ Ｍｉｎａｍｉ，
Ｔｈ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８２ （３）， １９６８， ｐｐ􀆰 ３８０ － ４０２ 和日本

统计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ｏ􀆰 ｊｐ ／ 。 韩国的资料来源于韩国统计局网站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ｋｏｓｉｓ􀆰 ｋｒ ／ ｅｎｇ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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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之谜

关于新增就业人口， 官方的统计数据有一个矛盾的现象， 近年来政府工作报告都会

说， 过去一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超过 １０００ 万， 然而实际上近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却

是负增长的， 一年减少几百万， 因此一千多万人是从哪里来的问题令很多人困惑。 如果

我们认真研究统计数据就会发现， 其实中国已经没有新的劳动力净增量， 如果出现新增

就业的大幅度增长， 其实只是在统计上改变劳动力归类的结果。
中国的城市就业统计有两个系统。 第一个系统是官方的， 只统计有户籍、 有单位保

障的就业人口， 名单上的人口都是城镇居民， 农民工不列入职工名单。 第二个系统是农

民工就业统计。 根据我们对农民工的监测调查， 目前离开本乡镇半年及以上的人口有

１􀆰 ７ 亿， 这些人都进入了各等级城市， 构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 目前大约占劳动

力市场的 ３５％ ， 而真正的城镇居民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只占 ６５％ 。 对户籍人口城镇就业

的统计显示 （图 ４ 中面积最大的部分）， 在过去几年里就业人口数量已经绝对地减少

了， 那么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从哪里来？ 主要还是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在继续增加， 不过增

加的速度也已经很慢。

图 ４　 城镇就业的构成： 存量与增量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历年及作者推算。

中国的统计数据是分割开来的， 有人称之为 “碎片化”。 原因就是统计城镇居民

就业的是一套系统， 统计农民工就业的又属于另一套系统。 现在城镇就业统计中已

经越来越多地把农民工加了进来， 由此才能得出每年新增一千多万人的就业，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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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城镇就业人数没有那么多。 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统计方法也是好事， 表明农民工就

业从非正规逐渐走向正规， 他们得到了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 至少是被企业注册为

正式职工了。

四、 新型城镇化的改革红利

中国的城镇化包括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两个概念， 是 “不完全的城

镇化”。 农民工进城后找到了工作， 同时也开始被纳入到统计系统中， 但因为没有城市

户口， 因此他们只属于常住人口的城镇化， 属于 “不完全城镇化” 人群。 他们的社会

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居民是不一样的， 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大大低于城镇劳

动者， 他们的工伤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都显然没有得到均等供给， 子

女没有得到义务教育的均等条件， 其本人也不能指望在城市里养老。 正因为没有得到保

障， 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不充分的， 因此也不能指望他们在城市里永久居住下去。 因为

没有失业保险， 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他们就会回到农村； 因为在老家还有土地、 老

人和孩子， 到了 ４０ 岁左右的时候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退出劳动力市场， 回到农村老家

去。 因此， 当劳动力出现短缺时， 人们就会发现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 不充分

的， 这是由 “不完全城镇化” 导致的。
因为农民工得不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稳定的生存预期， 他们接受培训、 提升受教育

水平也就没有了动力， 跳槽的概率非常高， 培训完了就走的现象很普遍， 因此哪个企业

舍得花钱培训呢？ 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无法预期将来做什么工种， 因此也不愿意花费时间

接受培训。 未来第二产业结构将向资本密集型发展， 第三产业结构将是人力资本密集型

和技术密集型相结合， 但是现在农民工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年限只能适应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要求 （蔡昉、 王美艳， ２０１２）。
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潜在增长率存在着较大的影响。 未来人力资本缺口会非常大，

这和 “不完全的城镇化” 也是密切相关的。 因为人口红利没有了， 劳动力短缺了， 资

本回报率必然下降， 因此未来越来越需要提高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 我们测算的结

果， 当人口红利消失、 生产率增长速度也降下来以后， 中国的潜在增长能力会从过去的

１０％降低到目前平均只有 ７􀆰 ６％的水平， 事实上过去几年 （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也

是这个增长速度 （见图 ５）。
通过对完全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进行模拟， 我们发现， 第十三个五年

计划期间， 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到 ６􀆰 ２％ ， 这是一个必然现象， 我们仍然希望

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率， 甚至能够提高潜在增长率。 为此无论中国学者还是国

外学者， 都希望刺激经济， 但刺激经济是一个外在的需求方因素， 而潜在增长率是

内在的供给因素。 所以， 进行外在刺激， 如果没有供给能力依然产生不了真实需求，
如果人为刺激超越了潜在增长率， 将会导致通货膨胀， 扭曲生产要素价格， 从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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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资料来源： 根据陆旸、 蔡昉： 《调整人口政策对中国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１３ 年

第 １ 卷第 １ 期） 绘制。

致产能过剩， 甚至产生泡沫经济。 所以， 我们希望通过供给方的改革来创造更高的

潜在增长率。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一个可以创造改革红利的改革。 为此我们对新型城镇化做了

一个模拟， 也就是说要研究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未来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大好处？ 提高

多少 ＧＤＰ 百分点？ 我们同时做了几个改革假设， 得出结论， 即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通过

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
关于此类模拟曾经做过许多项， 其中一个模拟是观察把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 从而

实现户籍制度改革以后可以达到的不同效果 （Ｃａｉ ａｎｄ Ｌｕ， ２０１３）。 首先会大幅度提高他

们的劳动参与率， 假设在今后十几年时间里， 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 将可以

提高 ＧＤＰ 的潜在增长率 ０􀆰 ８８％ ， 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 另外一种情况是， 继续加快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 可以创造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 是经济学

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 假设通过这一改革可以把今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的速度每年增加 １ 个百分点， 与之相对应， 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 ０􀆰 ９９ 个百分点， 几乎

就是 １ ∶ １ 的改革效应。 可见， 农民工充分市民化， 或者说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可以

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改革红利 （见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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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城镇化和市民化创造的改革红利

资料来源： Ｃａｉ Ｆ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ｕ Ｙａ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Ｓｌｏｗｄｏｗｎ ｉ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１ （２）， ２０１３， ｐｐ􀆰 １ － １４．

五、 结语和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 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越来越显著地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生

产率提高空间缩小所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 而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助于立竿见影地打破这

些制约因素， 从而延长人口红利和挖掘新的增长源泉。 从而得出结论，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

应该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从这个目的出发衡量未来城镇化进程， 不

应该仅仅使用城镇常住人口比重这个指标， 而应该考虑如何使用城镇户籍人口比重作为衡

量指标。 鉴于当前两者之间有着较大差异 （接近１８ 个百分点）， 今后一个时期内城镇化的

任务与其说是改善前一指标， 还不如说是要努力缩小两个指标之间的差距。
我们在确定改革任务时， 通常只设立一个改革目标模式， 许多领域的改革难以用具

体的定量指标规定时间表， 而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却完全能够以

城镇户籍人口比重作为指标订出时间表， 其中也包含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 换

句话说， 我们不仅要确立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城镇常住人口比重达到 ６０％ 、 ７０％ 的目标，
更要设定缩小该比重与城镇户籍人口比重之间差别的目标， 从而把新型城镇化落在以人

为核心的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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